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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应该杜绝“搞变通” 1

———一个非正式授权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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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概览式的介绍,可参见 Pei(1997)、O􀆳Brien
 

and
 

Li(2004)和包万超(2013)。

　 　 摘　 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杜绝制度执行中“搞变通”
的现象。 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化的委托人具有事后私人信息的两期

模型对此进行解释。 模型表明,中央政府不会允许地方政府在无法观

察社会环境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灵活变通。 但是,如果社会环境冲击幅

度足够大,中央政府会允许有能力观察社会环境冲击的地方政府在第

1 期进行变通,然后在第 2 期沿用第 1 期的实际决策,以实现对冲击最

好的应对。 反之,如果社会环境较为稳定,中央政府对社会最优政策

的认识清楚,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允许地方政府灵活变通,而是始终

坚持执行最初的既定决策。

关键词　 变通;授权;执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0　 引言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
求“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
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

这种“做选择”“搞变通”或者“打折扣”的行为,是指地方政府没有完全严

格执行已经明确制定并颁布的中央政策,而是出现了走样或者相应的“土政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无疑会导致中央令不行禁不止,也经常使得地方

政府自身陷入各类行政纠纷或者舆论的中心①。 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地方政府的灵活变通( flexible

 

adaptation)行为却经常得到中央的默许,有些甚

至在后来获得正式文件或法律的承认。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农村“包产到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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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 1956 年 5 月,中共永嘉县委就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了农业生产产量责

任制的试验,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 但是,在 1957 年中央高层领导获知此事

后,责令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予以纠正。 然而,安徽凤阳小岗村 1978
年实行的“包产到户”却获得了中央的容忍,最终被正式承认。

一些关注中国公共管理与政策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
例如,Lampton(1977)在研究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时候就观察到了

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 王汉生等(1997)将变通视为在单一制决策体系运作失

灵和上下级政府间讨价还价失灵并存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制度运作方式,并尝

试在制度变迁的框架下描述其出现的条件。 翟学伟(1997)从中国的社会结构

转型去分析“土政策”的产生及其功能。 刘鹏(2012)将变通具体分为四种不同

形式,考虑中央政策是否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以及地方政府是否具备实施变通

的条件,对这些形式分别进行解释。 刘骥和熊彩(2015)讨论了地方政府在计划

生育工作中的变通行为。 周雪光(2017)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灵活变通

视作中国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矛盾的一个应对机制。 王清(2021)则将地方

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出现偏差归因于在模糊的属地管理下中央对地方的压力和

激励失效。
遗憾的是,经济学界虽然长期关注中国分权化改革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

系,却没有正式讨论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变通行为。 本文主旨就在于此。
通过构建一个非正式授权( informal

 

delegation)模型,本文讨论了地方政府在执

行中偏离既定政策的灵活变通行为,以及中央对该现象所采取态度的决定因

素,从而在理论上解释当前为何要杜绝搞变通。
本文之所以从授权的角度进行讨论,是因为在中国的单一制政治体制下,

中央掌握对正式制度的制定和解释权,拥有最终权威。 地方政府无论拥有什么

权力,原则上都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授予的,必要时随时可以被收回。 进一步地,
之所以要构建一个“非正式”授权模型,则是因为已有的授权模型实际上讨论的

都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正式”授权。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这种正式授权表现

为中央在政策中留下一些空白或模糊之处,允许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因地制宜或

因时制宜,使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了裁量权(discretion)①。 这种为地方政府刻

意准备的“留白”实际上是中央事先制定的政策框架中的一部分,一旦其范围被

明确划定,就被中央在事前正式授予了地方政府,直到下一轮政策调整为止。
相比而言,灵活变通行为则是地方政府对已有政策正式授权范围的偏离或突

破,中央是可以当即予以纠正甚至处罚的。 但是,如果中央打算容忍地方政府

213

① 关于中国的政策试验传统,参见韩博天(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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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做法,就相当于给予其以事实上的授权。 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授权是临

时的、事后的和非正式的。
具体地,本文沿用已有的授权文献关于委托人通过赋予代理人一定决策权

来提供激励的基本思想。 但是,为了模型化非正式授权行为,本文作出了三个

方面的扩展①:第一,将分析从单期扩展至两期,中央在每一期的决策都是是否

容忍地方政府偏离上一期的既定决策(灵活变通);只有这样,才能回答中央为

何对灵活变通做法的态度最多是默许,而不是将其正式化②,进而解释中央对其

态度的变化。 第二,要考虑到地方政府一旦偏离既定政策,就存在被指责为与

中央政策相抵触的风险;换句话说,执行既定政策对地方政府才是最安全的,灵
活变通必须伴以相应的激励③。 第三,假设对于社会环境所受到的随机性冲击,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每个时期初都处于无知状态;在期中,地方政府若付出努力,
可以以一定的概率获知;时期结束后,中央自动得知。 双方也不能就社会环境

冲击进行沟通(communication),从而排除掉地方政府临时向中央请示汇报以寻

求政策调整的复杂情况;这样,如果发生了变通行为,只能在期末留待中央依据

社会环境冲击的事后实现值来加以评判。
本文模型表明,中央是否默许地方政府灵活变通,取决于社会环境随机性

变化的幅度大小。 在单期模型中,默许地方政府偏离既定政策以响应社会环境

冲击的好处会被为了实现这一点而付出的激励成本所抵消,并不如坚持既定政

策更为经济。 但是,在两期模型中,社会环境受到的冲击会累积起来,相对于既

定政策可能越来越远,导致始终要求地方政府坚持既定政策的代价高昂。 如果

在第 1 期默许并激励地方政府灵活变通而在第 2 期再转为沿用既定政策,在总

效果上可能优于从一开始就采用既定政策。 这样,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达成的

默契是如下一套方案:如果社会环境冲击不够大,中央会要求地方政府自始至

终坚持既定决策;反过来,如果社会环境冲击足够大,高能力地方政府在第 1 期

付出努力去了解社会环境所受的冲击。 如果成功,地方政府便灵活变通,否则

就按照初始的既定政策行事;低能力地方政府则不付出努力,直接执行既定

政策。 到第 2 期,地方政府无论能力高低都只是执行各自在第 1 期的既定

政策。
本文在理论上将偏离规则的非正式授权与包含在规则中的正式授权区分

开来,对中央过去不时默许地方政府灵活变通的条件进行分析,解释了当前形

势下中央要求杜绝搞变通的原因。 由于模型中委托人在第 1 期期末可能会获

313

①

②
③

已有文献在授权的主题下,沿着决策规则本身是否可承诺以及信息是否可验证的路线,对这种正

式权力的最优形式已有许多讨论。 参见 Gibbons
 

et
 

al. (2012)和李石强(2015)的综述。
例如,颁布正式文件以允许地方试验。
本文不考虑外部利益方通过贿赂方式诱使行政部门偏离既定决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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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代理人的信息优势,本文针对 Gibbons
 

et
 

al. (2012)对委托人信息优势下的

决策权配置问题鲜有讨论的评论作出了理论尝试。 最后,由于地方政府灵活变

通在成功后会得到中央的默许,下一期的政策便随之改变。 在此意义上,本文

也为环境不确定下的制度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 1 部分是模型的基本设定;第 2 部分推导单期

和两期情况下灵活变通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最优形式;第 3 部分将默许灵活变

通与执行既定决策这两种治理方式进行比较,得出中央在两者之间选择的条

件;第 4 部分是中国的例证;最后是结语。

1　 模型设定

1.1　 社会环境

　 　 考虑两个时期。 用 B t 表示社会环境在第 t 期的取值( t = 1,2)。 鉴于本文

的研究目的,我们关注那些难以验证从而不可契约化的社会环境信息,例如外

交、军事、国际形势、气候或全国政治经济局势等。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依据

这类社会环境,却无法基于该信息设计一个状态依存的转移支付方案。
假设在每个时期初,社会环境都会受到独立的服从两点分布的随机冲击

b t,Prob b t = 􀭰b( ) = Prob b t = -􀭰b( ) = 1 / 2,其中 􀭰b>0,t= 1,2。 这样,社会环境在第 1 期

冲击 b1 的基础上,在第 2 期会继续受到独立的冲击 b2,在第 t 期末的最终位置

为 B t =B0 + ∑
t
b t。 为方便起见,假设社会环境的初始位置为 B0 = 0。 于是可以

得到,B1 = b1,B2 = b1 + b2 ∈ -2􀭰b,2􀭰b,0{ } ,每个取值的概率为 Prob B2 = -2􀭰b( ) =

Prob b1 = b2 = -􀭰b( ) = 1 / 4,Prob B2 = 2􀭰b( ) = Prob b1 = b2 = 􀭰b( ) = 1 / 4, Prob B2 = 0( ) =

Prob b1 = 􀭰b( ) Prob b2 = -􀭰b( ) +Prob b1 = -􀭰b( ) Prob b2 = 􀭰b( ) = 1 / 2。 假设这些都是公开

信息。

1.2　 委托人(中央政府)

令 y t 是关于某事项在第 t 期所采用的决策。 鉴于社会环境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对于委托人或中央政府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每一期的 y t 都能对受到随

机冲击后的当期社会环境 B t 予以适当地响应,而不是简单地延续上一期的既

定决策 y t-1。 不妨假设 y0 = 0。 结合前面 B0 = 0 的假设,这意味着初始决策是与

社会环境相匹配的。 这样,委托人的单期(Bernoulli)效用函数可以设定为如下

拟线性形式:
uP
t = - y t -B t( ) 2 -w it ·( ) (1)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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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it ·( ) 是在第 t 期向代理人支付的报酬,i 表示代理人的不同类型。
根据这一效用函数,给定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委托人在第 t 期最希望采取

的决策(餍足点)是 yOptimal
t = B t,亦即完全反映社会环境当前状况的政策。 实际

决策 y t 与当前社会环境的差距越大,带给委托人的当期效用损失就越大①。
假设委托人在每期期初都不知晓社会环境在当期将要受到何种冲击,因此

在每期期初也就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决策才是最合适的。 不过,在每一期

的期末,委托人会自动(零成本)得知当期冲击的具体值。 在这样的简化假定

下,委托人就能在第 1 期期末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评价(并决定是否予以非正

式的认可),从而才有可能在第 1 期采取与第 2 期不同的治理方式。 在现实中,
对于外交、军事、国际国内整体局势这类全局性的事项,中央和地方可能在一开

始都不清楚相关冲击的情况。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于这些事项比地方政府持

有更高的关切度,结合其综合全局的地位,在经过一段时期(比如一年)之后便

往往能够获知其当期的真实值。

1.3　 代理人(地方政府)

在每期期初,代理人也不知晓社会环境在当期将要受到的冲击值 b t,与委

托人之间关于社会环境是信息对称的。 不过,对于该冲击值,代理人或地方政

府可以在当期期中通过付出努力 eit 以概率 ρi eit 观察到。 其中,ρi 是代理人的

能力水平,i∈ L,H{ } 。 为了简化,假设 ρH >ρL = 0,亦即对于低能力代理人而言,
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无法得知环境冲击。 同时,为了保证得到定义良好的概率

值,假设 ρH 的绝对数值足够小,足以使得 ρHe∗
H1 始终处于区间 0,1[ ] 之中。 假设

委托人在第 1 期初并不确切知道代理人的能力水平,只知道代理人是高能力的

先验概率为 α1,0<α1 <1②。
假设代理人即便在每期间观察到了冲击值,也不能就此与委托人进行信息

交流③。 于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偏离(在上一期做出的)既定决策,代理人都

会因为没有得到委托人的许可而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 这意味着,除非获得足

513

①

②

③

可以等价地将 bt 解释为委托人偏好函数乃至决策餍足点受到的随机冲击。 这是因为 bt 不必是

客观的,而可能是委托人对外部环境变化程度的主观认识,也就类似于偏好冲击。 第 4 节对这两种解释

的现实对应都进行了梳理。
后面会表明,委托人在期末可以依据第 1 期的结果对代理人是高能力的概率 α2 进行后验推断,并

且 0≤α2 ≤1。 值得提醒注意的是,当 α1 = 0 时,委托人不会允许任何灵活变通。 当 α1 = 1 时,问题退化为

一个道德风险问题。
这就避免了已有文献所关注的代理人通过策略性的信息传递对决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情况,将焦

点集中在灵活变通上。 Austen-Smith(1994)讨论了允许这种交流情况下的信息传递机制。 这时,代理人

可以通过信息操纵而影响委托人的决策制定。 有关授权的文献对此已有充分讨论,参见本文引言中的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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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激励(转移支付),代理人在每个时期都是不愿意偏离既定决策的,上一期

既定的 y t-1 就是代理人在第 t 期最为偏好的决策①。 另外,假设不论能力高低,

代理人付出努力而承担的成本都为 c eit( ) = 1
2
e2
it。 于是,代理人在第 t 期的

(Bernoulli)效用函数可以写为:

uA
it = - y t -y t-1( ) 2 - 1

2
e2
it +w it ·( ) (2)

　 　 最后,假设代理人在每一期都只能独立地对当期冲击 b t 进行观察,委托人

(此时相对于代理人具有了信息优势)在第 t 期末无法就 b t 与代理人有任何形

式的交流。 于是,如果代理人未能观察到 b t,即便自己在第 t+ 1 期观察到了

b t+1,也无法将其和 b t 相结合以得出委托人偏好在第 t+1 期的实际位置 (即冲击

的累计值 B t = ∑
t
b t ) 。 后面会看到,这种对上一期结果的路径依赖将两个时期

联系了起来,正是使得两期模型有意义的关键之处。 只有如此,中央才会想要

通过事后对高能力代理人进行非正式授权的方式来激励其在期中去努力探知

社会环境冲击②。

1.4　 两种治理方式

无论在第 1 期或者第 2 期,委托人既可以要求代理人严格执行既定决策,
也可以默许其灵活变通(亦即非正式授权)。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以及与现实的

对应,我们不考虑代理人的混合行动策略,并且假定不同能力的代理人在劳动

市场上能够获得相同的保留收入 w(w>0)。 两种治理方式的基本含义如下。

1.4.1　 执行既定决策

委托人可以要求代理人简单地执行既定决策 y t-1。 在第 1 期初,既定决策

指的是初始状态外生给定的 y0 =B0 = 0。 在第 2 期,既定决策是指在第 1 期实际

采取的决策 y1。 因此,执行既定决策就是一个简单的委托人要求代理人执行某

项已知的明确命令。 可以预想,执行既定决策虽然简单易行,但会由于无法适

应变化中的社会环境而给委托人造成效用损失,并且该损失可能随相同既定政

策执行的时期增加而增大。 具体地,结合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以及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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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erton(1940) 和 Thompson ( 1961) 将组织中的执行者对既定规则的偏好称为 “官僚人格”
(bureaucratic

 

personality)。 Bozeman
 

and
 

Rainey(1998)运用美国的数据检验了这一点,发现这种官僚人格

在公共部门里尤为明显。
否则,如果代理人在与第 1 期末也自动得知环境信息,在第 2 期初面临的场景就会与第 1 期初完

全相同,委托人在第 1 期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允许高能力代理人灵活变通了(根据命题 4,要求代理人执行

既定决策即可),本文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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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的概率分布,分别考虑两个时期的情况,我们关于这种治理方式有如下结

论(所有命题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1:

 

(1)
 

若委托人要求代理人执行既定决策,则不管代理人属于何种

类型,一律支付 w it,yt=yt-1
=w,代理人付出努力 eit,yt=yt-1

= 0,选择 y t = y t-1;
(2)

 

在第 1 期初,委托人对在当期执行既定决策(y1 = y0 = 0)的无条件期望

效用为 EuP
1,y1 = 0 = -w-􀭰b2,对第 2 期继续执行既定决策(y2 = y1 = 0)的无条件期望

效用为 EuP
2,y2 = 0 = -w-2􀭰b2;

(3)
 

在第 2 期初,委托人对在当期执行既定决策的条件期望效用取决于第

1 期的契约选择及决策 y1:若 y1 = y0 = 0,那么 y2 = 0,E uP
2,y2 =y1

| y1 = 0( ) = -w-2􀭰b2;

若 y1 = b1,则 y2 = b1,E uP
2,y2 =y1

| y1 = b1( ) = -w-􀭰b2。
由该命题可见,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讲,若希望地方政府执行(上一期的)

既定决策,就不会对地方政府施加任何搜寻社会环境信息的激励,只需向其支

付固定的保留收入(例如财政转移支付等)即可。

1.4.2　 默许灵活变通

如果委托人默许代理人在第 t 期灵活变通而偏离 yt-1,就有可能充分适应

当期的社会环境冲击。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代理人进行恰当的激励。 根据显

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委托人只须考虑“讲真话”机制:代理人在付出一

定努力后,如果观察到社会环境受到的冲击,就偏离既定决策加以正确响应(亦
即选择 yt = yt-1 +bt,获得 w it bt( ) );否则,就继续执行在上一期确定的既定决策

(亦即选择 yt = yt-1,获得 w it yt-1( ) )。 我们先在给定代理人灵活变通的报酬

w∗
it bt( ) 、坚持既定决策的报酬 w∗

it yt-1( ) 以及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 e∗
it 的情况

下,给出计算委托人在两个时期预期效用的思路,而将该方式最优形式如何确

定的问题留到下一节。
在第 1 期期初,委托人通过在当期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所能获得的预期效

用为:
EuP

1,FA = Prob b1 = 􀭰b( ) E uP
1 b1 = 􀭰b( ) + Prob b1 = - 􀭰b( ) E uP

1 b1 = - 􀭰b( )

其中,考虑到ρL =0,可得 E uP
1 |b1 = 􀭰b( ) =α1[-ρHe∗

H1wH1
􀭰b( )+ 1-ρHe∗

H1( ) -􀭰b2-wH1 y0( )( )]+

1-α1( ) -ρLe∗
L1wL1

􀭰b( ) + 1-ρLe∗
L1( ) -􀭰b2 -wL1 y0( )( )[ ] =α1[-ρHe∗

H1wH1
􀭰b( ) + 1-ρHe∗

H1( ) ·

-􀭰b2 -wH1 y0( )( ) ] + 1-α1( ) -􀭰b2 -wL1 y0( )( ) 。 同时,E uP
1 | b1 = -􀭰b( ) 的形式与之相

同,仅仅将 w i1
􀭰b( ) 换成 w i1 -􀭰b( ) 。 于是可将上式进一步写为:

EuP
1,FA = -α1

1
2
ρHe∗

H1 wH1
􀭰b( ) +wH1 - 􀭰b( )( ) + 1 -ρHe∗

H1( ) 􀭰b2 +wH1 y0( )(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1 -α1( ) 􀭰b2 +wL1 y0(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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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2 期,社会环境会在 b1 的基础上继续受到冲击,其最终位置为 B2 = b1 +
b2。 在第 2 期期初,委托人可能面临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代理人在第 1 期成功观察到了 b1。 由于委托人知道低能力

代理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便能够推断代理人一定是高能力。 除了这一点之

外,委托人在第 2 期初面临与第 1 期类似的场景,对当期效用的条件期望类似

于式(3)(仅须改变时间下标并且令 α2 = 1):

E uP
2,FA y1 =b1( ) = - 1

2
ρHe∗

H2 wH2
􀭰b( ) +wH2 - 􀭰b( )( ) - 1 -ρHe∗

H2( ) 􀭰b2 +wH2 y1( )( )

　 　 第二种情况是,代理人在第 1 期未能观察到 b1。 这时,委托人对其能力的

推断会依据贝叶斯推断而向下修正:α2 =
α1 1-ρHeH1( )

α1 1-ρHeH1( ) + 1-α1( ) ·1
<α1。 在第 2

期,代理人只能在 y1 = b0 = 0 的基础上去尝试观察 b2。 如果成功,灵活变通意味

着选择 y2 = b2;如果失败,就选择 y2 = y1 = 0。 于是,委托人在第 2 期初对当期效

用的条件期望为:

E uP
2,FA y1 = 0( ) = ∑

b2

Prob B2( ) {α2[ -ρHe∗
H2 b2 -B2( ) 2 +wH2 b2( )[ ] +

1 -ρHe∗
H2( ) -B2

2 -wH2 y1( )( ) ] + 1 -α2( ) -B2
2 -wL2 y1( )( ) }

　 　 对以上两式求全期望,便可得到委托人在第 1 期期初所计算的对自己在第

2 期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中所能获得的无条件期望效用:
EuP

2,FA = Prob y1 =b1( ) E uP
2,FA y1 =b1( ) + Prob y1 = 0( ) E uP

2,FA y1 = 0( ) 　
(4)

其中,Prob y1 = b1( ) =α1ρHe∗
H1,Prob y1 = 0( ) = 1-α1ρHe∗

H1。
最后,委托人的目标就是通过设计支付给代理人灵活变通的报酬 w∗

it bt( ) 和

坚持既定决策的报酬 w∗
it yt-1( ) ,最大化在第 1 期期初计算的两期总期望效用

(不考虑时间贴现问题,亦即假设贴现率为 0):
max

wit(bt),wit(yt-1)
EUP = EuP

1,k1
+ EuP

2,k2

其中,kt 表示在第 t 期采用的契约类型,亦即默许灵活变通(FA)或执行既定决

策(yt = yt-1)。
博弈的时间顺序如下:(1)第 1 期初,委托人选择要求代理人执行既定决策

还是默许其灵活变通;(2)第 1 期期中,代理人付出努力以了解社会环境所受的

冲击,并根据对冲击的了解决定是否灵活变通;(3)第 1 期末,委托人了解到社

会环境冲击,进行转移支付;(4)进入第 2 期。

2　 灵活变通

现在,我们讨论如果委托人决定在两个时期都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需要

813



　
第 10 卷第 3 期

　
　 　 　 　 李石强:

 

何时应该杜绝“搞变通”
　
　

支付的灵活变通的报酬 w∗
it bt( ) 、坚持既定决策的报酬 w∗

it yt-1( ) 以及代理人所

付出努力 e∗
it 的最优形式。 我们先考虑只有一个时期的情形,再将其引申至第 2

个时期。 至于灵活变通方式如何运用以及该方式与执行既定决策之间的比较

选择,留待第 3 节讨论。

2.1　 单期

先考虑只有一个时期(不妨设为第 1 期)的情况。 “讲真话”机制要求中央

政府在设计灵活变通契约的最优形式时,要同时满足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约

束、自选择约束和参与约束。
第一,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在成功观察到社会环境冲击后愿意主动进行响

应,而非默守成规地坚持既定决策:

uA
i1,FA y1 =b1( ) = -􀭰b2 +w i1 b1( ) - 1

2
e∗2
i1 ≥uA

i1,y1 = y0
=w i1 y0( ) - 1

2
e∗2
i1

整理得

w i1 b1( ) -w i1 y0( ) -􀭰b2 ≥ 0
　 　 在响应社会环境冲击时,代理人还应“正确地”选择 y1 = b1。 这便要求当 b1 =

􀭰b 时,代理人不会选择 y1 = -􀭰b,亦即-􀭰b2 +w i1
􀭰b( ) - 1

2
e∗2
i1 ≥-􀭰b2 +w i1 -􀭰b( ) - 1

2
e∗2
i1 ;当

b1 = -􀭰b 时,代理人不会选择 y1 = 􀭰b,亦即- 􀭰b2 +w i1 -􀭰b( ) - 1
2

e∗2
i1 ≥ - 􀭰b2 +w i1

􀭰b( ) -

1
2

e∗2
i1 。 整理可得:

w i1
􀭰b( ) = w i1 - 􀭰b( ) ≡w i1,FA

　 　 这样,给定 w i1,FA 和 w i1 y0( ) ,代理人的努力投入 e∗
i1 由其预期效用最大化

决定:
 

e∗
i1 = argmax

ei1
EuA

i1,FA = ρiei1 w i1,FA -􀭰b2( ) + 1 -ρiei1( ) w i1 y0( ) - 1
2
e2
i1{ } ≡ρiΔi1

(5)
其中,Δi1≡w i1,FA -w i1 y0( ) -􀭰b2。

上式表明,由于低能力代理人(ρL = 0)无论如何都无法观察到社会环境冲

击,必然有 e∗
L1 = 0。 这意味着,委托人没有任何必要对其进行激励。 但是,为了

激励高能力代理人付出努力并主动对社会环境冲击予以响应,需要让他们从这

种灵活变通中得到的收入奖励(wH1,FA -wH1 y0( ) )至少能够弥补为此遭受的效用

损失(-􀭰b2)。 这种收入奖励越大,高能力代理人愿意付出的努力也越多,成功探

知社会环境冲击的概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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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5)代入式(3),可将委托人在单期灵活变通契约下的预期效用函数

进一步写为:
EuP

1,FA = -α1 ρ2
HΔ2

H1 +wH1 y0( )[ ] - 1 -α1( ) wL1 y0( ) -􀭰b2 (3′)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代理人未能了解社会环境冲击,最优契约还应该能够

防止其为了骗取奖励而故意偏离既定决策。 由于冲击 b1 以相同概率取值为 􀭰b

或-􀭰b,而委托人在期末会自动知晓其实现值,便可以将相关信息加以比对,从而

有 1 / 2 的概率察觉到代理人在未观察到冲击值的情况下也有偏离既定决策的

欺骗行为。 只要通过威胁施加足够严厉的惩罚,委托人就能够确保代理人回到

均衡路径,主动选择既定决策 y0
①。

第二,委托人希望不同低能力代理人主动选择执行既定决策,高能力代理

人则选择尝试灵活变通,亦即自选择(self-selection)条件:

EuA
i1,FA ρi,Δi1( ) = ρie∗

i1 w i1,FA -􀭰b2( ) + 1 -ρie∗
i1( ) w i1 y0( ) - 1

2
e∗2
i1

= 1
2
ρ2
i Δ2

i1 +w i1 y0( )

≥ 1
2
ρ2
i Δ2

j1 +w j1 y0( ) = EuA
i1,FA ρi,Δ j1( ) (6)

其中,i≠j。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自选择是代理人在期间内做出的,其结果只能以一定

的概率在期末观察到,因此无法在事前将不同能力的代理人区分开来。 灵活变

通作为一种非正式授予的权力,不存在像正式权力那样在事前让代理人选择契

约这一能够彰显其类型的环节(例如,地方政府在期初都会宣称自己将坚决执

行既定政策)。 只有在事后观察到代理人的灵活变通行为并与社会环境的实现

值相印证后,委托人才能后验推断出代理人的类型(参见上一节)。
第三,结合式(5),代理人还需要满足如下参与约束:

EuA
i1,FA = 1

2
ρ2
i Δ2

i1 +w i1 y0( ) ≥w (7)

　 　 这样,委托人的规划问题就是在(5)、(6)和(7)的约束下,通过设计 wi1 b1( ) 和

w i1 y0( ) 来最大化式(3′)。 求解该规划问题,可以得到委托人默许代理人单期灵

活变通契约的最优形式:
命题 2:

 

在单期(只有第 1 期)情况下,若委托人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将为

两类代理人分别设计不同的契约:

023

① 惩罚作为对代理人偏离均衡路径的威胁,也保证了代理人不会在不付出任何努力的情况下就随

意灵活变通以期“瞎猫撞到死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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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L1,FA,w∗

L1 y0( )( ) = 􀭰b2 +w,w( ) ; w∗
H1,FA,w∗

H1 y0( )( ) = 􀭰b2 + 1
ρH

2w ,0( ) ;
(2)

 

低能力和高能力代理人分别付出努力 e∗
L1 = 0 和 e∗

H1 = 2w >0,委托人

的预期效用为 EuP
1,FA = - 1+α1( ) w-􀭰b2。

根据该命题,所谓的灵活变通契约只是中央政府为高能力地方政府设计

的。 中央政府仅仅希望高能力地方政府付出努力去了解社会环境冲击,低能力

地方政府则只用严格执行既定决策就好。 为了激励高能力地方政府付出努力,
中央政府不惜将他们简单执行既定决策的报酬 w∗

H1 y0( ) 降为 0,低于其保留收

入,同时将其灵活变通后的报酬提高到超过保留收入的水平。

2.2　 两期

我们已经知道在单期 (标记为第 1 期) 灵活变通下,代理人会以概率

Prob y∗
1 =b1( ) =α1ρHe∗

H1 成功观察到社会环境受到的冲击 b1,并由既定决策 y0 变通

至 y1 =y0 +b1 =b1 予以响应。 代理人也可能未能观察到 b1(概率为 Prob y1 = 0( ) =
1-α1ρHe∗

H1),从而只能执行既定决策 y1 = y0 = 0。
现在考虑委托人在第 2 期继续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 这时,社会环境会受

到冲击 b2。 由于 b2 和 b1 相互独立,社会环境状态会在 b1 的基础上累积至 B2 ∈
-2􀭰b,2􀭰b,0{ } ,于是既可能回到初始的 0 点,也可能偏离地更远。 根据第二节的

设定,代理人只能对 b1 和 b2(而非 B2)分别进行独立观察
 

,因此其决策能否及

时跟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取决于两次观察的结果。 如果代理人仅观察到 b1 而

未观察到 b2,会有 y2 = y1 = b1;如果 b1 和 b2 都观察到,会有 y2 = y1 +b2 =B2;如果

未观察到 b1 但观察到了 b2,则有 y2 = y0 +b2 = b2;如果 b1 和 b2 都未观察到,则有

y1 = y2 = 0。
因此,不管对委托人还是代理人而言,不论第 1 期是否观察到了 b1,在第 2

期都将面临与第 1 期类似的场景,仅仅需要改变相应参数的时间下标,并且更

新关于高能力代理人可能性的信念。 具体地,我们有:
命题 3:

 

在两期情况下,(1)若代理人在第 1 期未能观察到 b1,委托人对其

为高能力的信念更新为 α2 =
α1 1-ρH 2w( )

α1 1-ρH 2w( ) +1-α1

。 委托人要在第 2 期继续允

许灵 活 变 通 的 话, 仍 将 区 别 对 待 不 同 能 力 的 代 理 人: w∗
L2,FA,w∗

L2 y1( )( ) =

􀭰b2 +w,w( ) , w∗
H2,FA,w∗

H2 y1( )( ) = 􀭰b2 + 1
ρH

2w ,0( ) ;低能力和高能力代理人分别付出

努力 e∗
L2 = 0 和 e∗

H2 = 2w 。 在第 2 期初,委托人对该期所能获得的条件期望效用

为:E uP
2,FA | y1 = y0( ) = - 1+α2( ) w-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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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代理人在第 1 期成功观察到 b1,委托人对其为高能力的后验推断更

新为 α2 = 1。 委 托 人 若 要 在 第 2 期 继 续 允 许 灵 活 变 通, 须 提 供 契 约

w∗
H2,FA,w∗

H2 y1( )( ) = w+􀭰b2 + 3
8ρ2

H

,w- 1
8ρ2

H
( ) ,代理人付出努力 e∗

H2 = 1
2 ρH

。 在第 2 期

初,委托人对该期所能获得的条件期望效用为:E uP
2,FA | y1 = b1( ) = -w-􀭰b2 - 1

8ρ2
H

。

将命题 3 与命题 2 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如果代理人在第 1 期未能观察到社

会环境冲击,委托人为不同能力水平的代理人提供的契约在结构和形式上是跨

时稳定的:第 2 期的契约与第 1 期完全相同,代理人各自付出的努力也与第 1 期

相同。 只不过由于信念得以更新,在第 2 期初对该期所能获得的条件预期效用

发生了变化。 如果代理人在第 1 期成功观察到社会环境冲击,会使得委托人准

确判断出代理人是高能力者,从而在第 2 期专心考虑是否对其实施激励的问

题,契约形式便发生了较大变化。

3　 治理方式选择

在前面两部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委托人在要求代理人执行既定决策和

默许其灵活变通这两种治理方式之间的选择条件进行讨论了。 我们运用逆向

归纳的思想,先从单个时期下这两种治理方式带给委托人预期效用的比较入

手,讨论仅有一个时期或者两个时期中第 1 期结束后所余下的第 2 期的委托人

选择。 然后,回到两期设定下的第 1 期初,对两种治理方式进行完整的比较。
首先,结合命题 1、2 和 3 可得:

命题 4:
 

(1)
 

在单期(例如,仅有第 1 期)情况下,由于 EuP
1,FA ≤EuP

1,y1 =y0
,委

托人会要求代理人执行既定决策;
(2)

 

在两期情况下,不论第 1 期结果如何,委托人在第 2 期都将转而要求

代理人执行第 1 期确定的既定决策。 具体地,在第 2 期初,有 E uP
2,FA | y1 = b1( ) ≤

E uP
2,y2 =y1

y1 = b1( ) 和 E uP
2,FA | y1 = y0( ) ≤E uP

2,y2 =y1
y1 = y0( ) 。 委托人在第 1 期初对

从代理人在第 2 期执行既定决策中所获得的无条件期望效用为:EuP
2,y2 =y1

= -w-

2-α1ρH 2w( ) 􀭰b2。
该命题告诉我们,如果只考虑单个时期,不论仅有一个时期还是在第 1 期

结束后余下的第 2 期,默许代理人(即便其为高能力)灵活变通在效果上并不比

简单地要求其执行既定决策来得更好,原因是通过代理人“恰当地”灵活变通带

给委托人的好处会被所需花费的激励成本所抵消。 在两期情况下第 1 期结束

后的第 2 期初,不管代理人在第 1 期是否观察到了社会环境冲击,也不管第 1 期

是否进行了灵活变通,委托人在第 2 期都将不会允许代理人灵活变通,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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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代理人执行在第 1 期确定的既定决策 y2 = y1。 鉴于此,我们也就不必再去计

算委托人在第 1 期初对从默许代理人在第 2 期灵活变通所能获得的无条件期

望效用(EuP
2,FA)了。

这个结论预示我们,允许代理人灵活变通只有在考虑两个时期预期总效用

的动态场景中才可能具有优势,并且只可能在第 1 期出现。 原因在于,将命题 4
与命题 1 第(2)部分比较可以看出,如果代理人在第 1 期观察到了环境冲击并

灵活变通,将会提高委托人要求第 2 期执行既定决策的预期效用,从而使委托

人两期总预期效用可能超过从第 1 期开始就执行既定决策(即 y2 = y1 = y0)的情

况。 这样,委托人就可能在第 1 期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
然后,结合命题 1、2 和 4,假设贴现率为 0,我们就能够对从第 1 期就开始坚

持既定决策带给委托人的预期效用(EuP
1,y1 =y0

+EuP
2,y2 =y1

)与第 1 期默许代理人灵

活变通再在第 2 期执行既定决策这两种方式带给委托人的预期效用(EuP
1,FA +

EuP
2,y2 = y1)进行比较,从而得到两期情况下委托人在第 1 期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

的条件。

命题 5:
 

(1)
 

当 􀭰b2 ≥
w / 2

α1ρH
时,委托人会在第 1 期默许代理人灵活变通,然

后要求代理人在第 2 期执行第 1 期确立的既定决策。 为代理人提供的契约形

式如下: w∗
L1,FA,w∗

L1 y0( )( ) = w∗
L2,FA,w∗

L2 y1( )( ) = w∗
H2,FA,w∗

H2 y1( )( ) = 􀭰b2 +w,w( ) ,

w∗
H1,FA,w∗

H1 y0( )( ) = 􀭰b2 + 1
ρH

2w,0( ) ;

(2)
 

当 􀭰b2 <
w / 2
α1ρH

时,委托人在第 1 期就要求代理人执行既定决策并延续到

第 2 期,亦即执行 y2 = y1 = y0。
命题 5 证实了命题 4 关于灵活变通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在使用方法上的启

示。 即便存在两个时期,也仅仅是在第 1 期才可能会默许代理人偏离既定决

策,第 2 期就会回到既定决策。 只不过,第 2 期的既定决策是在第 1 期中确立

的,而不是最初的 y0。 促使委托人选择灵活变通契约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环境

(或者等价地,委托人偏好)所受到随机冲击幅度的相对大小。 只要社会环境受

到的冲击足够大,委托人就会在第 1 期末默许代理人的灵活应对。 反之,如果

社会环境受到的冲击比较小(极端地,没有冲击,即 bt = 0),那么委托人就会要

求代理人自始至终都坚持既定决策。

触发委托人采用灵活变通契约所需冲击幅度的临界值
w / 2

α1ρH
( ) 取决于代

理人是高能力者的可能性、能力水平以及保留收入水平。 高能力代理人能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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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初始信念期望值 α1ρH 越高(代理人是高能力者的可能性越大,或者代理人

的绝对能力水平越高),委托人默许代理人在第 1 期灵活变通的可能性就越高。
代理人的保留收入水平 w 越低,就越不愿意安于现状,而是希望通过灵活变通

获得奖励。 这样,委托人激励其付出努力观察环境冲击并予以恰当应对所需的

激励成本就越低,也就越愿意默许其在第 1 期灵活变通。

4　 中国地方政府的灵活变通

由于缺乏相应的数据,我们无法为本文的理论提供系统性的计量经济学证

据。 但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央在处理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实践中,关于

灵活变通的态度及其变化都可以用本文模型来加以解释。 当既有制度与现实

变化出现严重错位的时候,坚持过去的既定政策可能造成较大的损失,中央对

地方进行非正式授权的现象就会尤为突出。
根据命题 5,促使中央在前期默许地方政府灵活变通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环

境(或者等价地,中央的政策偏好)所受随机冲击的幅度足够大。 自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 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每一

次重大调整,都是在环境不确定性最严重或冲击幅度最大的时候。 由于中央经

常在事前并不清楚当期最优的政策应该是什么,便倾向于抱以走一步看一步的

摸索态度。 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每个转变期,中央都会有较强的动机允许部分具有较高水平的地方政府在执

行全国政策时进行适当的灵活变通。 一旦工作重心确定下来,在每个政策期内

就会相对稳定,中央对灵活变通的容忍度就会下降,倾向于要求地方政府坚决

执行既定政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遭受的随机冲击不断积累,
始终坚持一开始的既定政策就可能越来越不合时宜,中央就可能再次允许灵

活变通。 不论何时,对灵活变通的默许都是事后的,而不是在事前进行正式

制度化。
王汉生等(1997)为以上结论提供了一些生动案例。 20 世纪 70 年代,江苏

无锡县委在允许农村创办“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的中央政策下,将社队

企业发展空间扩展到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生产的加工工业。 在“割资本主义尾

巴”的大环境下,中央对这种变通行为却保持了容忍(未正式承认),直到 1978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 1979 年《国务院关

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才作出正式的政策调整。 同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无锡县委还通过将社队企业与附近大中城市的国有企业联营,突破中

央对原材料、能源、设备等的计划分配体制限制。 对此,中央也是到 1980 年

《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和 1986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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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才将横向经济联合转变为正式制度。 另外,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乡镇企业通过核算结算利润和账面利润的“两本

账”来降低企业所得税负,也是地方政府对中央规定的企业财务制度的普遍

变通做法。 不过,这一做法始终未被正式制度化,而是随着 1994 年分税制的

实行而自然消亡。
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村“包产到户”制的命运。 1953 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

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中央计划经济。 1956 年 5 月,中共永嘉县委却在雄溪乡

燎原社进行了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并迅速在

温州地区推广。 1957 年 11 月 19 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认为这是“倒退的

做法”,并转给了中央高层领导。 结果,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被迫下令

停止试验包产到户,永嘉县委主要负责人受到处分,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

判刑劳改的达 20 多人。 然而到了 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却
取得了中央的容忍,并最终在 1980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几个问题》得到了正式承认①。 1983 年 8 月,浙江永嘉县李桂茂、李云河、戴
洁天等人获得平反。 1961—1963 年的“三自一包”,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1992 年,中央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既不是经济特区

也不是沿海开放城市的内陆城市,在事前未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也建立了许

多经济开发区(Qian
 

and
 

Weingast,
 

1997)。
中央对地方政府灵活变通的态度大致从 1999 年开始发生了逆转。 国务院

于该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行政复议法》也开始实施,日
益强调各级政府要依法照章办事。 2000 年,最高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

释,对原告标准加以放松,力图缓解行政纠纷“起诉难”的问题(包万超,2013;何
海波,2012)。 同时,非诉执行案件的数量也开始逐渐下降②。

2004 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严格依法办

事,政府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程序正当。 2010 年 8 月 27 日,温家宝在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中敦促各级政府和所有工作人员贯彻实

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最高法院也在这段时期就行政诉讼“起诉

难”问题密集表态,要求地方法院“不得随意限缩受案范围,不得额外增加受理

条件”③,坚决清除限制行政诉讼受理的各种“土政策”④。
自 2013 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始终强调“讲规矩”、依法治国和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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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此所作的最新考察,见魏众(2021)。
非诉执行是指未经诉讼程序的非诉行政案件中由法院裁定予以执行。 该方式从 1993 年开始采

用,旨在维护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 年 7 月 5 日)。
新华网.

 

最高法院要求坚决抵制和清除行政诉讼受案“土政策” [N / OL],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legal / 2010-05 / 22 / c_1213020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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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求地方政府坚持既定政策,对灵活变通的容忍度很低。 可以看出,中央关

于执政理念和发展方向的思路日渐清晰,顶层设计日益加强,中央心目中最优

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制度,依法

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2014 年,中央在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 2015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 最高法院也开始改革

案件受理制度,将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
决定也正式实施。 到了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要求“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

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

5　 结论性评论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可被视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执行中

央制定的政策规章制度。 然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实际运行中的角色远不限

于对中央政策的执行,而是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表现出高度的灵活应变能力

和主动精神,以至于被冠以“动员型”“能动型”“进取型”乃至“生产型”政府的

称号(例如,姚洋,2011;周黎安,2014,2017)。
本文通过一个两期模型证明,在面对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如果中

央始终要求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既定政策,可能造成每期政策与当期最优政策的

偏离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远,成本巨大。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中央可能会暂时

性地容忍地方政府的灵活变通,非正式地授予其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权

力,突破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待相关条件具备后再严格执行在实践中逐步确立

起来的既定政策。 鉴于中国大多数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全部行政规章制度都

是由各级政府来贯彻、执行和实施的,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突出①。 反过

623

① 在 2014 年 10 月 23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仍

然认为当前国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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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当前中央政府要求杜绝搞变通的行为,则反映出中央关于执政理念和发展

方向的思路日渐清晰,日益强调顶层设计,中央对最优政策的认识日益成熟。
将偏离规则并获得容忍的非正式授权与规则中包含的正式授权区分开来

进行分析,揭示委托人默许代理人偏离既定决策的条件,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本文模型是一般性的,对企业组织中层级间权力配置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也有

借鉴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设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期初是信息对称的并且不

能进行信息交流,仅仅是工具主义的,并非不能放松。 该假设一方面使得中央

无法事先将灵活变通权纳入既定政策中,从而与已有的最优授权文献区别开

来;另一方面,这使得代理人不能观察冲击的累计值,于是让多期模型具有了意

义。 在实践中,中央可以通过会议、文件、领导讲话以及形势学习等方式向地方

政府传递自己的偏好或有关社会环境变化的信息。 只要这种信息传递不是完

全准确的,仍然需要地方政府付出努力进行解读,我们做出的这种简化就是合

理的。 另外,两期模型的设定也只是为了简化。 代理人无论能力高低,都在每

一期独立地对随机冲击进行观察,若将分析扩展至第 3 期及以上,就会遇到时

期越往后所需计算的情况越多的麻烦。 但是,基本思路没有变化,随机冲击的

幅度大小仍然是委托人治理方式选择的关键。
不无遗憾的是,本文只是列举了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经常

灵活变通的例证,无法提供系统的数据经验证据。 另外,本文对激励与惩罚、地
方政府能力水平以及高能力者比例在中央治理方式选择中的作用,也没有作出

进一步的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也没有对其他非货币性的激励方式(例如,晋升)
进行讨论。 最后,本文的讨论限于中央-地方两个层级。 如果引入多个层级,就
需要考虑异质性的社会环境冲击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会变得更为复

杂。 这些都是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附录

命题 1 的证明:
 

( 1)
 

令 w it,yt=yt-1
= w, 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变为 uA

it =

- yt-yt-1( ) 2 - 1
2

e2
it+w,最优选择将是 eit,yt=yt-1

= 0 和 yt = yt-1,即不付出努力而单纯

执行既定决策。

(2)
 

EuP
1,y1 = 0 = - 1

2
b0 +􀭰b( ) 2 - 1

2
b0 -􀭰b( ) 2 -w = -w-􀭰b2。 社会环境在第 2 期的位

置为 Prob B2 = -2􀭰b( ) = Prob b1 = b2 = -􀭰b( ) = 1 / 4,Prob B2 = 2􀭰b( ) = Prob b1 = b2 = 􀭰b( ) =

1 / 4,Prob B2 = 0( ) = Prob b1 = 􀭰b( ) Prob b2 = -􀭰b( ) +Prob b1 = -􀭰b( ) Prob b2 = 􀭰b( )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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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 期初,委托人并不知道对随机冲击的观察结果,于是 EuP
2,y2 = 0 = - 1

4
2􀭰b( ) 2 -

1
4

-2􀭰b( ) 2 -w= -w-2􀭰b2。

(3)
 

类似地,若 y1 = 0,委托人在第 2 期坚持既定决策就意味着 y2 = y1 = 0,
这样做与在第 1 期初对第 2 期采用 y2 = 0 的期望效用相同;若 y1 = b1,委托人在

第 2 期初就面临与第 1 期初类似的情况,因此期望效用也与之相同。 (证毕)
命题 2 的证明:

 

委托人的规划问题是在(5)、(6)和(7)的约束下最大化式

(3′)。 就高能力和低能力执行者分别写出约束(6)和(7),结合 ρL = 0,可将原问

题简化为:
max

wi1(y0),wi1,FA
EuP

1,FA = -α1 ρ2
HΔ2

H1 +wH1 y0( )[ ] - 1 -α1( ) wL1 y0( ) -􀭰b2 (A1)

s. t　 e∗
i1 = ρiΔi1 ≥ 0 (A2)

wL1 y0( ) ≥wH1 y0( ) (A3L)
1
2
ρ2
HΔ2

H1 +wH1 y0( ) = 1
2
ρ2
HΔ2

L1 +wL1 y0( ) (A3H)

EuA
L1 ρL,ΔL1( ) = wL1 y0( ) = w (A4L)

EuA
H1 ρH,ΔH1( ) = 1

2
ρ2
HΔ2

H1 +wH1 y0( ) ≥w (A4H)

　 　 暂时忽略约束(A2)、(A3L)和(A4H)。 首先注意,高能力代理人的自选择

约束(A3H)和低能力代理人的参与约束(A4L)为紧。 这是因为,若(A3H)为松

(等号变为严格大于号),那么政府总是可以降低一点(A3H)的左侧部分(例如

降低 wH1 b1( ) 从而降低Δ2
H),这可以在不违背该约束的情况下提高目标函数

(A1)的取值,同时还不会违背低能力代理人的自选择约束(A3L)。 若(A4L)约
束为松,政府也可以通过降低ΔL 中的 wL1 b1( ) 来降低向低能力代理人支付的成

本,同时也不会影响高能力代理人的相关约束。 由(A3H)和(A4L),将 ρ2
H Δ2

H1

和 wL1 y0( ) =w 代入(A1)得:

EuP
1,FA = -α1ρ2

HΔ2
L1 +α1wH1 y0( ) -􀭰b2 - 1 +α1( ) w (A5)

　 　 给定 wH1 y0( ) ,由于 0<α1 <1,令∂ EuP
1,FA( ) / ∂ΔL1 = 0 即得最优契约下Δ∗

L1 = 0。

结合 w∗
L1 y0( ) =w,得到 w∗

L1,FA = 􀭰b2 +w。 现在考虑约束(A3H)。 对委托人而言,结

合(A3L),成本最低的方式是令 w∗
H1 y0( ) = 0,从而Δ∗

H1 = 1
ρH

2w,于是 w∗
H1 b1( ) =

􀭰b2 + 1
ρH

2w,并且 e∗
H1 = 2w >0。 容易验证,约束(A3L)和(A4H)仍然是满足的。

最后,将以上契约代入式(A5),可得委托人在单期允许灵活变通的预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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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 EuP
1,FA = - 1+α1( ) w-􀭰b2。 (证毕)

命题 3 的证明:
 

首先,类似于正文中推导式(5)的方式,可以得到:
w i2 B2 = 0 | y1 = 0( ) =w i2 B2 = 2􀭰b | y1 = 0( ) =w i2 B2 = -2􀭰b | y1 = 0( ) ≡w i2,FA

(1)
 

如果代理人在第 1 期未能观察到社会环境冲击(亦即 y1 = 0),

max
wi2(y1),wi2,FA

E uP
2,FA y1 = 0( ) = ∑

B2

Prob B2( ) {α2[ -ρHe∗
H2 b2 -B2( ) 2 +wH2,FA( ) +

1 -ρHe∗
H2( ) -B2

2 -wH2 y1( )( ) ] +

1 -α2( ) -B2
2 -wL2 y1( )( ) }

= -α2 ρHe∗
H2wH2,FA + 1 -ρHe∗

H2( ) 2􀭰b2 +wH2 y1( )( )[ ] -

1 -α2( ) 􀭰b2 +wL2 y1( )( )

= -α2 ρ2
HΔ2

H2 +wH2 y1( )[ ] - 1 -α2( ) wL2 y1( ) - 2􀭰b2

其中,α2 =
α1 1-ρHe∗

H1( )

α1 1-ρHe∗
H1( ) +1-α1

。

该规划问题的目标函数与(A1)只相差一个常数项和更新后的信念,约束

条件与命题 2 完全相同,因而最优解也相同。 将最优解代回目标函数,即得委

托人在第 2 期初的条件预期效用。
(2)

 

如果代理人在第 1 期成功观察到社会环境冲击(亦即 y1 = b1),委托人

将判定其必为高能力者,因此 α2 = 1。 这样,委托人在第 2 期允许灵活变通的

话,需要求解如下问题:
max

wH2(y1),wH2,FA
E uP

2,FA y1 =b1( ) = -ρ2
HΔ2

H2 -wH2 y1( ) -􀭰b2 (A1′)

s. t　 e∗
H2 = ρHΔH2 ≥ 0 (A2′)

EuA
H2 ρH,ΔH2( ) = 1

2
ρ2
HΔ2

H2 +wH2 y1( ) ≥w (A4H′)

　 　 暂时忽略约束条件,直接就(A1′)就 wH2 y1( ) 求一阶偏导数并令其为零,可

得Δ∗
H2 = 1

2ρ2
H

,进而 e∗
H2 = ρH Δ∗

H2 = 1
2ρH

。 代入(A4H′)可得 wH2 y1( ) ≥w- 1
8ρ2

H

。 当等

号成立时,代理人在灵活变通和既定决策之间无差异。 假设此时他选择灵活变

通,于是将等号式代入ΔH2 的定义式即得 w∗
H2,FA = Δ∗

H2 +w∗
H2 y1( ) +􀭰b2 = w+􀭰b2 + 3

8ρ2
H

。

最终,E uP
2,FA y1 = b1( ) = -w-􀭰b2 - 1

8ρ2
H

。 (证毕)

命题 4 的证明:
 

(1)
 

比较命题 2(2)和命题 1(2),由于 ρH >ρL = 0 以及 0≤

α1,α2≤1,可得 EuP
1,FA = - 1+α1( ) w-􀭰b2≤-w-􀭰b2 = EuP

1,y1 = 0,当且仅当 α1 = 0 时等号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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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命题 3(2)和命题 1(2)即得 E uP
2,FA | y1 = b1( ) = -w-􀭰b2 - 1

8ρ2
H

<-w-

􀭰b2 = E uP
2,y2 =y1

y1 = b1( ) 和 E uP
2,FA | y1 = 0( ) = - 1+α2( ) w - 2 􀭰b2 ≤ - w - 2 􀭰b2 =

E uP
2,y2 =y1

y1 = 0( ) ,当且仅当 α2 = 0 时等号成立;

(3)
 

注意到,Prob y1 = b1( ) =α1ρHe∗
H1 =α1ρH 2w。 结合命题 1 可得:

EuP
2,y2 =y1

= Prob y1 = b1( ) E uP
2,y2 =y1

y1 = b1( ) + Prob y1 = 0( ) E uP
2,y2 =y1

y1 = 0( ) =

α1ρH 2w -w-􀭰b2( ) + 1-α1ρH 2w( ) -w-2􀭰b2( ) = -w- 2-α1ρH 2w( ) 􀭰b2。 (证毕)

命题 5 的证明:
 

由命题 1 可得 EuP
1,y1 =y0 = 0 +EuP

2,y2 =y1 = 0 = -3􀭰b2 -2w。 根据命题

2 和 4,在第 1 期初,委托人两个时期的预期总效用为:
EUP = EuP

1,FA +EuP
2,y2 =y1

= - 1+α1( ) w- 􀭰b2 -w- 2-α1ρH 2w( ) 􀭰b2 = - 2+α1( ) w-

3-α1ρH 2w( ) 􀭰b2。 令 EUP ≥ - 3 􀭰b2 - 2 w, 即得 􀭰b2 ≥ 1
α1ρH

w
2
。 此时,

􀭰b2

2
≥

1
2α1ρH

w
2
。

此时,也可验证此时高能力代理人在第 1 期获得的报酬 wH1,FA >w。 这是

因为:

wH1,FA = 􀭰b2 + 1
ρH

2w ≥ 1
α1ρH

w
2

+ 1
ρH

2w =
1 + 2α1

α1ρH

w
2

由于 ρHe∗
H1 <1 并且 e∗

H1 = 2w,有 ρH < 1
2w

,我们有 wH1,FA =
1+2α1

α1ρH

w
2

>
1+2α1

α1
w。

鉴于
1+2α1

α1
>1,便一定有 wH1,FA >

1+2α1

α1
w>w。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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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o
 

Forbid
 

Flexible
 

Adaptation
—An

 

Explanation
 

from
 

An
 

Informal
 

Delegation
 

Model

Shiqiang
 

LI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Communique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CP,
 

it
 

is
 

announced
 

that
 

such
 

phenomenon
 

as
 

flexible
 

adaptation
 

should
 

be
 

forbidden.
 

In
 

order
 

to
 

give
 

an
 

explanation
 

to
 

this
 

decision,
 

this
 

paper
 

sets
 

up
 

a
 

general
 

two-period
 

model
 

in
 

which
 

the
 

principal
 

has
 

private
 

information
 

ex
 

post
 

in
 

each
 

term.
 

It
 

is
 

showed
 

by
 

the
 

model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ask
 

the
 

local
 

government
 

who
 

cannot
 

observe
 

the
 

shock
 

to
 

social
 

environment
 

to
 

stick
 

to
 

the
 

established
 

decision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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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when
 

the
 

random
 

shock
 

to
 

social
 

environment
 

is
 

big
 

en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allow
 

the
 

local
 

government
 

who
 

can
 

observe
 

it
 

to
 

bias
 

from
 

the
 

determined
 

decision
 

in
 

the
 

first
 

stage
 

and
 

take
 

the
 

decision
 

in
 

period
 

1
 

as
 

established
 

in
 

the
 

second
 

stag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possible.
 

As
 

the
 

preference
 

becomes
 

more
 

and
 

more
 

stable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acquire
 

local
 

governments
 

to
 

stick
 

to
 

the
 

established
 

policies
 

from
 

the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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